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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性侵儿童案件中被害人陈述的审查判断

向　燕

　　内容提要：性侵儿童案件的证据往往呈现以儿童被害人陈述为主的证据构造，其陈述
真实性的审查判断对事实的认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性侵儿童案件被害人主体具有

特殊性，一般的经验常识会妨碍对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由此，英美法系国家开始就遭受性

侵的儿童被害人的创后症状以及对儿童被害人采取的询问程序和方法这两者对于被害人陈

述真实性的影响展开了研究，又称社会科学研究。从其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此类研究成果

已被广泛地运用于性侵儿童的诉讼中，为审查判断儿童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提供了科学依

据。因此在借鉴社会科学文献与域外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应在对我国性侵儿童案件中证据

的审查判断规则作出以下改革措施：其一，引入专家证言辅助裁判者对被害人陈述进行审查

判断；其二，对遭性侵的儿童被害人延迟揭发犯罪事实、撤回指控以及陈述不一致、缺乏细节

等现象要区别对待；其三，对使用具有强暗示性询问方法获取的儿童被害人陈述予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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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燕，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一　引　言

性侵儿童犯罪的事实认定是各国司法实践中的普遍难题。由于儿童被害人缺乏保护

自己的认知能力与行为能力，致使这类犯罪案发时间较长、客观证据很少获得保全，案件

往往呈现以被害人陈述为主的证据构造。〔１〕 尤其是在零口供的案件中，被害人陈述真实

·２３１·

〔１〕 据实务部门的调研报告，“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被害人由于年幼、心智不成熟或受到威胁、利诱等因素往往都没

有及时告知其监护人，导致未能及时报案，延误了侦查取证的最佳时机，犯罪现场被破坏，最能反映性侵的痕迹、

分泌物等相关物证已经灭失，由于时间间隔，医院专业检查已无法得出最真实的结论。除了陌生人实施的为猥

亵儿童犯罪报案及时可以进行鉴定、介绍容留卖淫等案件外，其他的仅７０件强奸案件的直接证据多处于‘一对
一’的状态，特别是发生在熟人实施性侵害行为持续较长时间的案件中比较突出”。参见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检

察院课题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办理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官》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第２２０－３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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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审查判断对事实的认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在审查判断儿童被害人陈述的真

实性时，司法实务工作者往往面临着诸多证据运用的困惑。例如，儿童在受到侵害后出现

了过去未曾出现的夜惊和噩梦等异常情状，是否能够作为证明儿童受到性侵犯的证据或

者证明被害人的指控具有真实性？儿童被害人出现了撤回指控和陈述反复的情形，是否

如前后陈述不一致的证人证言及被告人供述表明该儿童的被害人陈述不可信？年幼的被

害人作出的陈述概括且缺乏细节是否意味着该被害人的陈述有欠真实性？根据我国司法

实务的经验，撤回指控、陈述反复及陈述概括且缺乏细节这三种情形往往构成否定被害人

陈述真实性的不利因素。然而在儿童遭受性侵的案件中，被害人陈述往往是案件的核心

证据。若被排除，则会使得这些原本证据相对薄弱的案件更加难以获得有效的追诉和

惩罚。

从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由于性侵儿童案件的被害人主体和证据构

造具有特殊性，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被广泛地运用于此类案件被害人陈述的审查判断

中。事实上，依据证据进行事实认定的过程就是从证据到案件事实的一系列推论活动。

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能够帮助裁判者审查“推论”依据的“概括”强度。例如，“被害人撤

回指控”对案件事实发挥证明作用就依赖于从证据事实到推论事实的概括，即如果被害

人撤回了指控，那么其指控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虚假的。概括是对人类行为的粗略评估，在

事实推理中发挥了作为三段论推理的大前提的作用。〔２〕 而概括的强度（盖然性程度）直

接关系证据的相关性和证明力：如果推论链条中的概括是完全错误的或是确定性程度较

低的，那么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就不具有证据法意义上的关联性；如果概括不具有普遍

性，也必定会削弱据其作出的推论性事实的证明力。

人们忽略“概括”，是因为概括往往是事实判定者根据一般经验常识依直觉而作。毫

无疑问，由于经验常识并不能提供给我们关于事物之间联系的准确知识，倚赖“似是而

非”的经验常识可能会蕴含事实误判的风险。在办理性侵儿童案件时，儿童被害人撤回

指控、陈述反复或是缺乏细节是否会减损被害人陈述的可信性，便涉及到事实推理过程中

概括的盖然性问题，即受到性侵的儿童有多高的概率出现上述情形？如果相较类似的成

人案件，这样的概率呈现出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我们就需要进一步了解，儿童被害人在

作出真实陈述时出现这一反常现象的原因。如果儿童被害人群体在遭受性侵后出现这样

的行为反应，并非因其撒谎，而是有着完全不同的个体性原因，就不能依据一般的经验法

则一概否定其陈述的可信性。

然而，“儿童被害人的行为反应”是一个关于社会事实的实证问题而非规范问题。

在社会科学的逻辑中，实证研究提供对行为实然状态的理解，规范研究建立应然的理想

目标，规则研究寻找从实然到应然的路径。缺乏对人类行为方式真实状态的理解，规范

理论可能只是空中楼阁，规则设计也会沦为无的放矢。〔３〕 对社会事实的概括进行准确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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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参见［美］罗纳德·Ｊ．艾伦等著：《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第三版），张保生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版，第１５２页。
参见葛岩：《法学研究与认知－行为科学》，《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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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的知识并不能在法学学科内部获得，而需要从其他学科中汲取养分。关于人类知

识的分类观点众多，但通常认为知识可以划分为三大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

文科学。〔４〕 就办理性侵儿童案件而言，研究性侵行为与儿童事后行为的联系，解释儿童

在性侵后出现的诸多行为反应，通常属于行为科学和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这些研究

普遍地使用了经验研究的方法，要求理论假说获得实验或调查的验证，从而能够为对儿童

行为方式的真实状态提供基础资料。行为科学和发展心理学本身就是由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形成的交叉领域，但就其在法律领域的应用而言，它们主要“研究的不是物与物的关

系，而是人与物或人与人的关系。它（社会科学）研究人的行为，目的是解释由行为带来

的无意的或未经设计的结果”，〔５〕因此，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文献中，多将这些领域的

研究成果统称为“社会科学”。

我国的刑事司法实务同样面临在性侵案件中如何对儿童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进行审

查判断的难题。在我国，由于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相关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加之理论界对

儿童被害人的研究缺乏关注，导致该特殊领域的规则研究和实证基础都极其薄弱。下文

将首先对性侵儿童案件中引入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必要性进行论证，然后再对英美法系

国家在性侵儿童犯罪中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审查判断证据的现状及立法进行评介，最

后结合我国的司法现状，对如何汲取相关研究成果，确立性侵儿童案件中证据的审查判断

规则提出改革建议。

二　运用社会科学研究审查判断证据的必要性

由于性侵案件犯罪隐蔽且往往缺乏间接证据对性侵事实加以印证，因此法官时常需

要依据辅助证据对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作出推论。比如从事发过程及事发后被害人的行

为表现，被害人陈述是否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等推导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我国

办案人员在总结办案经验时也称，“对于强制猥亵妇女罪与猥亵儿童罪，一般应当依托司

法实践，结合日常生活经验，考察数种行为在发生的概率、逻辑以及关系上是否具有关联

性”。〔６〕 然而，办案人员容易忽视的是，在性侵儿童犯罪中，日常生活经验并不能构成有

效概括的基础，反而可能成为准确认定事实的妨碍。因此在办理性侵儿童案件的过程中，

有必要引入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辅助裁判者作出正确的事实推论。

首先，对儿童被害人事后行为进行推论所依据的“概括”，属于不为普通人知悉的

特殊知识，需要社会科学研究予以揭示。有学者对２７４项“妨害性自主”判决的实证研
究表明，在性侵成年人犯罪中，法官作出推论所依据的经验法则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１）被害人与被告人平日的互动关系；（２）以事发前的情境推测事发当时被害人的意
愿；（３）事发当时有无积极呼救、抗拒或逃跑的情形；（４）有无外伤显示遭受过强制力；

·４３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４〕

〔５〕

〔６〕

参见李醒民：《知识的三大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学术界》２０１２年第８期，第５－３３页。
［英］哈耶克著：《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７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第９８集），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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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被害人事后的情绪反应；（６）被害人没有在第一时间将事情予以揭露或报警、验伤；
（７）被害人事后与被告的互动关系会影响法院对于事实的认定，尤其是是否尽力避免
和被告接触与离开现场；（８）被告有无其他与犯罪无关的因素促使被害人作出指控；
（９）其他不合理情状。〔７〕

尽管儿童与成人性侵案件的证据种类大体类似，但司法实践表明，性侵儿童案件中运

用的经验法则与性侵成年人案件并不完全相同。例如，“被害人是否在第一时间揭发犯

罪或报警、验伤”，在性侵犯罪中往往被视为评价被害人陈述真实性的因素。然而，在性

侵儿童犯罪中，揭发迟延的现象却很突出。从学者对北京市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实证研

究来看，在６５个案例的９６个被害人中，对加害行为性质缺乏认知的被害人有１９人，占全
部被害人人数的２２．１％。其中，仅有３２人在被害后主动告知遭受侵害，占３７．２％。仅遭
受１次加害行为的被害人占全部被害人的 ５８．１％，而遭受 １次以上加害行为的占
３８．４％。〔８〕 可见，有相当比例的被害人在受到侵害后没有意识到侵害行为的性质，没有
及时揭露犯罪事实并制止犯罪行为的发生。

此外，由于儿童不理解侵害行为的性质，容易受到诱导和强制，也往往导致低龄儿童

不会在“事发当时积极呼救、抗拒或逃跑”。性侵儿童案件中“被害人事后与被告的互动

关系”与成年人的事后反应也存在差别。在大量熟人关系尤其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性侵

犯罪中，被害儿童在受到性侵后常常还会和被告人进行接触和交往，在此期间遭受连续的

性侵。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办理的一起性侵儿童案中，被告人张某某利用其担任

某小学教师的便利条件，采取金钱引诱的手段，于２００７年７月至２０１１年６月四年间先后
在某小学后面的山上等处５次骗取该校４名女学生与之发生性关系，直至２０１３年一名被害
人无意中向其家人透露才案发。〔９〕 从该案案情来看，性侵成年人案件中常用的经验法则

在性侵儿童犯罪中几乎全部“失灵”。可见，办理性侵儿童犯罪案件，不能完全照搬办理性

侵成年人案件适用的经验法则。

其次，询问方法对儿童被害人陈述真实性产生的影响无法依据经验常识进行判断，需

要社会科学研究予以揭示。询问方法是审查言词证据真实性的重要方面。不当的询问方

法可能会导致虚假的陈述。但是，相同的询问方法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影响具有显著

不同。发展心理学的相关基础研究结论表明，儿童和青少年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生理和

心理特点。他们的认知和心理尚不成熟，集中体现为冲动性决策、对长期后果缺乏考量能

力、易从事冒险行为、容易屈服于外部施加的消极影响等。这些使得儿童与青少年在面临

刑事司法中的讯问和询问时处于弱势地位。已有数量众多的以法庭科学为导向的研究表

明，未成年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证人）在法律制度中有着与其年龄相关的局限

性。在专门针对侦查审讯进行的研究中，许多研究运用了多种方法，一致得出结论称虚假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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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８〕

〔９〕

参见林志洁、金孟华：《“合理”的怀疑？———以女性主义法学观点检视性侵害审判之偏见》，《政大法学评论》第

１２７期，第３０页。
参见徐剑：《性侵犯罪未成年被害人实证研究———基于北京市未成年人遭受性侵案件的分析》，《青少年犯罪问

题》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２６、２９页。
参见李婷、王仁高：《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证据审查》，《人民司法》２０１５年第２４期，第１９－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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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述的风险在儿童与青少年中比成年人更高。讯问和询问的方法对未成年人的陈述具有

更大的影响。在一项实验中，研究者以５至８岁的儿童为受试对象，研究积极和消极的强
化刺激对他们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具有强化刺激的条件下，５２％的儿童作出了知道自己
犯错的虚假陈述，而３０％的儿童作出了目击犯罪的虚假陈述（而这仅用了３．５分钟的时
间），反观对比组的儿童，其相应比率仅为３６％和１０％。〔１０〕 可见，在通过审查判断询问方
法的适当性以确保儿童陈述的真实性和证明力这一点上，有必要寻求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的辅助。

最后，实务部门积累的办案经验无法替代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以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提

供科学、普遍的指导。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办案人员已经意识到性侵儿童犯罪中证据运

用的特殊性，试图发展出适应该类型犯罪的解决对策。为缓解该类案件所具有的隐蔽性

强、证人少、物证少、供证矛盾的事实认定困境，办案人员十分重视间接证据的收集和经验

规则的运用，强调“通过收集案发现场相关信息、双方交往情况、证据的来源、双方品格调

查等间接证据来判断作案动机、作案的可能性、行为的性质、供述的真实性”。〔１１〕 与此同

时，司法实务部门也在积极确立特殊的程序规则，例如，多地办案机关正在探索建立性侵

未成年被害人的“一站式取证”制度，设立未成年被害人专用询问场所，并加强对询问人

员关于未成年人心理、询问技巧的培训。

现阶段的举措和探索对缓解性侵儿童犯罪中事实认定的困难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少争议和问题。

第一，由于缺乏支持辅助证据证明力的科学依据，实务部门无法突破既有的司法惯

例，扩大“证据”的外延。譬如，办案人员在审查判断证据时，注意到一些被害幼童出现了

做噩梦、不敢出门、不敢和陌生人说话、尿床等症状，认为能够印证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

倘若能够运用该类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无疑能缓解性侵儿童犯罪证据先天不足的问题，

提高追诉的成功率。但由于缺乏社会科学的理论支持，办案人员普遍对这类辅助证据能

否在诉讼中作为“证据”持有疑问。依照目前的做法，这类证据可以写入审查报告作为支

持检察官心证的依据，却无法作为证据写入起诉书。〔１２〕

第二，对一些违反一般经验常识的被害人行为，如儿童陈述前后矛盾、儿童在性侵多

年后才揭发犯罪事实、儿童在受性侵后仍然会在假期探视生母与继父（犯罪嫌疑人）等，

办案人员无法根据这些辅助证据对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和证明力作出合理的评价。这些

儿童被害人的行为表现与其他证据结合在一起，为办案人员审查判断证据带来了不少困

惑。很多办案人员表示，在性侵儿童犯罪案件中对“印证”规则的要求会相对宽松，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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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ＳａｕｌＭ．Ｋａｓｓｉｎｅｔｃ．，Ｐｏｌｉｃ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３４Ｌａｗ＆Ｈｕｍ．Ｂｅｈａｖ．３，
８，１９，２１（２０１０）。
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检察院课题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办理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官》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第
３０页。
信息来源于２０１８年１月笔者与昆明市某基层人民检察院的调研座谈；２０１７年８月笔者对重庆市某基层人检察
院未检科检察官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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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性侵儿童犯罪与成年人犯罪适用的经验法则作出区分。〔１３〕 这显然对采信儿童被害

人陈述，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不利。

第三，司法实务中对询问儿童被害人的机制创新侧重保护儿童被害人免受二次伤害，

并不关注或很少关注询问方法对儿童陈述真实性的影响。侦查人员在对性侵被害幼童进

行询问时，仍时常面临着“不得不进行诱导性询问，否则无法获得对案件有意义的陈述”

的棘手问题。〔１４〕 通过诱导性询问获得的儿童陈述是否具有可靠性，是否应当排除，当前

国内的理论研究及法律解释尚处空白状态，导致司法实务操作莫衷一是。总的来说，实务

部门对性侵儿童案件中证据审查判断的探索尚停留在对个别办案经验初步总结的层面，

由于理论研究的缺位，这类辅助性的事实即使受到了办案人员的特殊关注，对事实认定和

裁判结论的作出也几乎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由此可见，仅仅是基于个案经验积累的证据审查判断方法无法对性侵儿童案件的办

理给予有效的指导。性侵儿童案件诉讼中迫切需要引入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对裁判者依

赖的直觉和经验常识的盖然性作出科学的评价，从而为该类犯罪的核心证据———儿童被

害人陈述的审查判断提供理论依据。

三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运用的域外经验

近年来，英美法系国家在性侵儿童犯罪的诉讼领域大力拓展专家证言的适用范围，确

立了相关的证据规则或颁布证据指南，使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能够透过专家证言、法官指

示或证据指南等形式影响裁判者对证据的评价。依据其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不同，这类

成果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对遭遇性侵儿童被害症状的研究，主要包括 “创伤后应急

障碍”和“遭性侵儿童被害适应性症状”。第二类是询问儿童的程序和方法对被害人陈述

真实性影响的研究。

（一）遭遇性侵儿童被害症状及其司法运用

遭遇性侵儿童被害症状是指在性侵案件中存在于被害儿童群体的特殊行为现象。它

主要包括创伤后的应急障碍症状、遭遇性侵儿童被害适应性症状以及其他被害儿童常出

现的典型行为特征。

１．遭遇性侵儿童被害症状

（１）儿童被害人由于心理压力引起的行为反常
性侵行为是对信任感的根本背叛，因为成年人应当保护儿童而不是剥削他们，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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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于２０１８年１月笔者与昆明市某基层人民检察院的调研座谈；２０１７年８月笔者对重庆市某基层人检察
院未检科检察官的访谈。

信息来源于２０１８年１月笔者与昆明市某区公安分局及其下属派出所警察的调研座谈。据警察介绍自己办理的
猥亵幼童某个案件，所作的笔录几乎全篇都是“你／他是不是……？”这样的包含有答案的诱导性问题，儿童的回
答基本都是“是”或“否”，因为警察觉得如果不这样问的话，“根本就问不出来细节”，“最后儿童说来说去就成

了做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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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而言，性侵行为是一种心理虐待。〔１５〕 性侵行为会引起一些压力关联的症状，包括

噩梦、退步到发展前期阶段（例如已经能自己上厕所的孩子尿床）、抑郁、自我轻视、在家

或在学校有恶劣行为、身体的不适反应（如头痛、胃痛、焦虑、过度警惕和害怕）。〔１６〕很多

受到性侵的儿童会出现部分“创伤后应急障碍”的症状。创伤后应急障碍最早作为独立

的诊断类别是在１９８０年由美国心理学协会的官方杂志第３版正式列出。它包括以下因
素：有某个经验或事件可能“对几乎任何人都存在显著的痛苦”；在创伤事件发生后“重

新体验这样的创伤性事件”，例如重现有关该事件的痛苦梦境，对该事件有着反复的、

痛苦的回忆；“避免与该事件存在关联的刺激或是整体性的反应麻木”，如尽力避免任

何能够触发该创伤回忆的活动或情境，不能回忆起关于该创伤事件的重要方面，以及感

觉与他人隔绝与疏远等；“出现持续的、增加的焦虑感”，例如入睡或持续睡眠存在困

难，易怒或会爆发性的愤怒，出现注意力集中困难等；出现上述症状至少长达一个月的时

间。〔１７〕 有研究表明，大概三分之一的遭遇性侵儿童满足创伤后应急障碍的所有标准。〔１８〕

然而，如果将被害儿童出现的创伤后应急障碍的症状作为性侵行为发生的实质证据，

又存在实际困难。因为，这些由心理压力而导致的症状并不仅仅出现在被性侵儿童群体

中。如果某个症状只在被性侵儿童身上才出现，通过该症状即可诊断出性侵事件是其成

因。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症状仅仅在被性侵儿童群体中发现，也没有任何心理测试能够确

诊该儿童受到了性侵。〔１９〕 也就是说，目睹家庭暴力发生的儿童也可能会出现这些由于心

理压力带来的症状。被忽视但并未受到性侵的儿童也常常出现精神健康问题。家庭关系

的不协调、贫困、吸毒酗酒等问题也都常常对儿童和成人造成压力。即使在正常家庭成长

的儿童也可能会有焦虑和一些心理症状（如做噩梦），这通常被认为是成长经历的正常

过程。〔２０〕

（２）儿童被害人迟延披露或撤回指控
在行为科学领域，“遭性侵儿童被害适应性症状”最早于１９８３年由心理学家罗兰·

赛姆特（ＲｏｌａｎｄＳｕｍｍｉｔ）提出，在学术界获得了普遍认可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他将受到
性侵的儿童在受害后呈现的行为特征概括为五项：秘密的，无助的，受陷并适应，对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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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发往往是延迟的、相互矛盾且不可信的，撤回指控。赛姆特本人也指出，提出性侵儿童

被害症状的目的并不是用以识别该类犯罪或是提供犯罪相关的证据，只是由于性侵儿童

犯罪的证明具有困难性，关于儿童被害人受到侵害后的行为所体现的社会科学表征才常

被引入到该类犯罪的刑事指控与审判中，尤以上述第４和第５项特征，即延迟报案与撤回
指控为甚。〔２１〕

遭遇性侵被害人是否及时揭发犯罪事实往往是裁判者评价犯罪行为是否违背被害人

意愿的因素。尽管“被害人同意”并不是性侵儿童犯罪的构成要件，但被害儿童揭发是否

及时也被作为评价其陈述是否真实的因素。自从赛姆特提出遭性侵儿童被害适应性症状

理论以来，世界范围内诸多实证研究表明，迟延揭露犯罪的现象在性侵儿童犯罪中十分突

出。西格尔（Ｓｉｅｇｅｌ）等人的研究发现，１６岁以前受到性侵的１４９名被害人中，４６％的被害
人报告其童年受到过一次以上的侵犯，２３％的被害人报告说他们童年受到了持续的侵犯。
对于后者，被害人开始受到性侵的年龄平均值是８．５岁，而性侵行为持续时间的平均值是
４．７年，性侵实施者大约一半是亲戚，一半是熟人。很多儿童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都没有
揭发事实，与儿童和性侵行为人的关系、性侵行为人的行为模式存在着密切联系。在一项

对２３名性侵儿童进行的调查中，几乎所有的被害儿童都报告称，行为人采取了某种形式
的强制以获取他们的配合或者防止他们揭发事实。大多数被害人受到了威胁，包括以死

亡、虐伤或遗弃进行威胁，以及以家庭破裂、性侵实施者会受到惩罚、提供贿赂或以其他人

会怎样去看待被害人进行情感威胁等。〔２２〕

被害人撤回指控会损害被害人的信用，也常常被辩方用来证明被害人指控的虚假性。

“遭性侵儿童被害适应性症状”理论表明，性侵被害儿童有撤回指控的情形发生。然而，

撤回指控可能是性侵儿童适应性症状中最具有争议的一项特征。一些批评者依据１９９６
年布拉德利（Ｂｒａｄｌｅｙ）和伍德（Ｗｏｏｄ）获得的４％的撤回指控率的研究结论，认为性侵犯罪
的儿童被害人很少撤回指控，而琳赛·Ｃ．马洛依（ＬｉｎｄｓａｙＣ．Ｍａｌｌｏｙ）在２００７年的研究中
却得出了２３％的撤回指控率的结论。根据马洛依的研究，在２５０个已有确实证据的性侵
儿童案件中，约有１／４的儿童在某种程度上都撤回了指控。但并没有证据表明撤回指控
的发生是因为指控是虚假的。该研究还发现，“被扮演家长形象的人侵犯的儿童更容易

撤回指控，因为这些儿童的合法照顾者对儿童缺乏支持”。〔２３〕 尽管有大量有力的实证研

究支持了被害儿童撤回指控的特殊现象，但也有研究者指出很多关于撤回指控率的实证

研究存在着方法上的瑕疵。因此，一个稳妥的结论是“儿童撤回指控不应被解释为其陈

述必然是虚假的”。〔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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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ＲｏｌａｎｄＣ．Ｓｕｍｍｉｔ，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ＳｅｘｕａｌＡｂｕｓｅ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７ＣｈｉｌｄＡｂｕｓｅ＆Ｎｅｇｌｅｃｔ１７７（１９８３）。
参见ＡｎｎｅＣｏｓｓｉｎｓ，ＴｈｅＨｅａｒｓａｙＲｕｌｅａｎｄＤｅｌａｙｅｄ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ｏｆＣｈｉｌｄＳｅｘｕａｌＡｂｕｓｅ：ＴｈｅＬａｗａｎｄｔｈ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９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Ｐｓｙｃｈｏｌ．＆Ｌ．１６３，１６７，１６９－１７０（２００２）。
参见ＬｉｎｄｓａｙＣ．Ｍａｌｌｏｙｅｔａｌ．，Ｆｉｌｉａｌ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ａｎｄＲｅｃ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ｌｄＳｅｘｕａｌＡｂｕｓｅＡｌ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ｓ，４６Ｊ．Ａｍ．Ａｃａｄ．
ＣｈｉｌｄＡｄｏｌｅｓｃ．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１６２，ｐｐ．１６５－１６６，２００７。
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Ｓｔａｎｇｅｒ，Ｔｈｒ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Ｂａｂｙｏｕ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ａｔｈｗａｔｅｒ：ＷｈｙＣｈｉｌｄＳｅｘｕａｌＡｂｕｓｅ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ｌｌｏｗｅｄａｓａ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ＴｏｏｌｉｎｔｈｅＦｌｏｒｉｄａＣｏｕｒｔｓ，５５Ｕ．ＭｉａｍｉＬ．Ｒｅｖ．５６１，５７０（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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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儿童被害人陈述内容的特点
性侵儿童犯罪中被害人陈述是案件的核心证据，也往往成为辩方质证的重点。被害

人陈述的反复、修改、遗漏等现象，往往成为辩护律师否定被害人全部陈述真实性的争点。

研究表明，性侵案件中经历了创伤、抑郁与创伤后应急障碍的被害人往往会经历记忆的

减损。

在被害人是儿童的情形，儿童尚未发展完全的交流能力还会对被害人陈述的完整性

产生更大的影响，“他们可能很难将在较长期间内发生的事件用一种内在一致的方式进

行描述，会省略掉他们认为不重要的事件，会有相对较差的时间观念，并很难用成人的语

言去表述差别”。〔２５〕 在经历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长期侵害后，性侵案件的儿童被害人会

很难区分各个侵害事件。因此，他们往往会将这些个别的分散的事件整合为一个长期的

经历，在某些因素的触动下，可能会想起具体的事件。尤伊尔（Ｙｕｉｌｌｅ）和戴伦（Ｄａｙｌｅｎ）用
“剧本记忆”来解释儿童陈述的不一致现象。“剧本”是指通过对类似经历重复的经验而

提取或抽象的记忆形式。“受到重复性侵的被害人更有可能回忆起‘剧本’。如果某一些

具体的情节被回忆起，很可能的情况是这些情节是对剧本的违反。也就是说，这个情节会

成为特别的记忆是因为它是对这类事件的通常模式或称剧本的显著改变和背离。”实际

上，剧本记忆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遭性侵儿童的被害人陈述常常呈现出情节概括、缺乏细

节的特点。

另一方面，遭性侵儿童被害人在揭发犯罪事实时往往面临着真实且严重的后果。性

侵者往往会利用儿童的害怕心理对其施以威胁和恫吓，以防止性侵事件的暴露。因此，当

儿童在叙述他们的经历时常常是试探性的。当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信任、获得了支持，或

是被否定、被惩罚时，他们叙述的内容会发生变动。例如，儿童在最初可能不会说出全部

的事实真相，而是一次透露一点，从而试探成人的反应。〔２６〕

２．遭性侵儿童被害症状的司法运用

在英美法系国家，专家证人出庭作证是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进入刑事诉讼并得以运用

的重要形式。专家证言对遭性侵被害儿童症状提供的意见，可以区分为以下三种不同的

证言类型。

一是对性侵儿童的一般性症状进行描述。该类型的专家证言仅对性侵儿童犯罪中审

查判断被害人陈述的“违反常识”的特殊经验法则进行说明，以消除事实裁判者对性侵被

害人群体形成的固有偏见与刻板印象。

二是作证证明某具体案件中，儿童被害人的行为与遭受性侵儿童通常的行为表现一

致。专家证人通过比较遭遇性侵儿童的典型症状与案件被害人的症状，得出二者一致的

结论。

三是基于对儿童行为的评估，作证称被害儿童的陈述具有可信性，或是直接作证称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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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ＬｏｕｉｓｅＥｌｌｉｓｏｎ，Ｃｌｏｓｉｎｇｔｈｅ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Ｇａｐ：Ｔｈｅ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ｉａｌＵｓｅｏｆＥｘｐｅｒｔＷｉｔｎｅｓｓ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ｉｎＳｅｘｕａｌＡｓｓａｕｌｔＣａｓｅｓ，
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Ｐｒｏｏｆ２３９，２４５（２００５）．
参见ＬｏｕｉｓｅＥｌｌｉｓｏｎ，Ｃｌｏｓｉｎｇｔｈｅ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Ｇａｐ：Ｔｈｅ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ｉａｌＵｓｅｏｆＥｘｐｅｒｔＷｉｔｎｅｓｓ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ｉｎＳｅｘｕａｌＡｓｓａｕｌｔ
Ｃａｓｅｓ，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Ｐｒｏｏｆ２３９，２４６（２００５）。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儿童实际受到了性侵。从对遭遇性侵儿童症状的一般性描述直至对“性侵行为发生”这

样的要件事实作出结论，专家意见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逐渐增强。

从域外的法律实践来看，各司法管辖区对以上三种不同的专家证言类型的态度可做

如下归纳。

就第一种类型而言，很多司法管辖区都认可专家证人出庭解释性侵儿童的典型症状，

以防止事实裁判者对受害儿童的行为作出不公正的推论。〔２７〕 在美国，如果辩方律师因为

被害儿童的行为表现而攻击儿童证人的信用，一些法院容许专家证人作证，证明性侵儿童

犯罪的被害人延迟披露、陈述不一致或撤回指控并非罕见现象。〔２８〕 新西兰的判例法承认

解释创伤后应急障碍的专家证言可以在性侵儿童的审判中采纳，即“只要该症状可能与

被害人揭发犯罪的行为存在直接关联”。〔２９〕 澳大利亚正在进行的法律改革也开始认可专

家对影响性侵被害人行为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因素作出解释，指出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对性

侵事实的延迟披露。〔３０〕

就第二种类型而言，专家证人作证称具体案件中的被害人行为与被性侵儿童通常的

行为表现一致的做法，也获得了很多法院的支持。在美国，许多州法院允许专家证人作出

意见称该案儿童的行为症状与受到性侵的症状一致。法院愿意承认这种就“一致性”发

表意见的方式，因为专家并未直接对案件的最终事实给出意见，而是容许事实裁判者得出

自己的结论。〔３１〕 根据新西兰《１９０８年证据法》第２３Ｇ条（２）（Ｃ）的规定，专家可以根据其
执业经验或者其知悉的专业文献，指出证人所描述的被害人的行为与“受到性侵的同龄

儿童的行为一致或是不一致”。〔３２〕 尽管专家证言可以帮助陪审团审查被害人陈述的可靠

性，但专家证言不能用于描述被害人是否真实地遭受性侵，也不能直接或间接地评论被害

人的可靠性。

就第三种类型而言，司法管辖区大多都拒绝采纳通过对儿童的行为评估而证明该案

儿童实际受到性侵，或据此评价该案被害人陈述具有可靠性的专家证言。〔３３〕 法院不愿采

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１）科学界对于心理学专家是否能够得出可靠的结论尚存争
议。有权威的心理学家指出，对受到性侵与未受到性侵的儿童进行症状评估主要依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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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参见ＰｅｎｎｅｙＬｅｗｉｓ，Ｅｘｐｅｒ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Ｄｅｌａｙｉｎ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ｉｎ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ＳｅｘｕａｌＡｂｕｓｅ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ｓ，１０Ｉｎｔ’ｌＪ．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Ｐｒｏｏｆ１５７，１６２，１６７（２００６）。
例如，威斯康星州法院认为，“撤回指控是明显超出了陪审团或其他事实裁判者日常经验的常识，因此，它属于能

够帮助事实裁判者理解证据或者决定某项事实的‘专门性知识’”。Ｓｔａｔｅｖ．Ｓｈｏｍｂｅｒｇ，７０９Ｎ．Ｗ．２ｄ３７０，３８２
（Ｗｉｓ．２００６）．
Ｂ［２００３］２ＮＺＬＲ７７７ａｔ２８．
参见ＰｅｎｎｅｙＬｅｗｉｓ，Ｅｘｐｅｒ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Ｄｅｌａｙｉｎ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ｉｎ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ＳｅｘｕａｌＡｂｕｓｅ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ｓ，１０Ｉｎｔ’ｌＪ．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Ｐｒｏｏｆ１５７，１６２，１７４（２００６）。
参见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Ｃｈａｒｌｅｙ，１８９Ｆ．３ｄ１２５１（１０ｈＣｉｒ．１９９９）；Ｓｔａｔｅｖ．Ｃｒｅｓｐｏ，２９２Ｃｏｎｎ．９１７（Ｃｏｎｎ．Ｃｔ．Ａｐｐ．
２００９）；Ｈｕｂｅｒｔｖ．Ｓｔａｔｅ，６７６Ｓ．Ｅ．２ｄ４３６（Ｇａ．Ｃｔ．Ａｐｐ．２００９）；Ｂｉｓｈｏｐｖ．Ｓｔａｔｅ，９８２Ｓｏ．２ｄ３７１，３８１（Ｍｉｓｓ．２００８）；
Ｈｏｂｇｏｏｄｖ．Ｓｔａｔｅ，９２６Ｓｏ．２ｄ８４７（Ｍｉｓｓ．２００６）。
ＰｅｎｎｅｙＬｅｗｉｓ，Ｅｘｐｅｒ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Ｄｅｌａｙｉｎ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ｉｎ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ＳｅｘｕａｌＡｂｕｓｅ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ｓ，１０Ｉｎｔ’ｌＪ．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Ｐｒｏｏｆ１５７，１６２，１７０（２００６）．
关于美国上诉法院的判例可参见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ｖ．Ｓｔａｔｅ，４５０Ｍｉｃｈ．３４９，５３７Ｎ．Ｗ．２ｄ８５７（１９９５）；Ｓｔａｔｅｖ．Ｓｔｒｅａｔｅｒ，６７３
Ｓ．Ｅ．２ｄ３６５（Ｎ．Ｃ．Ｃｔ．Ａｐｐ．２００９）；Ｓｔａｔｅｖ．Ｃｒｅｓｓｅｙ，６２８Ａ．２ｄ６９６（Ｎ．Ｈ．１９９３）。新西兰的判例可参见Ｗ［１９９５］
１ＮＺＬＲ５４８ａｔ５５６，ＮＺＣＡ；Ｂ［２００３］２ＮＺＬＲ７７７ａｔ２５１，ＮＺ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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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常识，精神医学专家并没有更多的专业技能可以运用。此外，精神医学专家主要依赖儿

童陈述得出其是否遭受性侵的结论，因此这样的诊断不过是根据儿童是否如实陈述所形

成的薄弱意见。〔３４〕 有心理学专家在对少量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评估专家针对性侵

行为特征作出诊断性意见的准确率很低，从而削弱了症状评估作为证明性侵行为发生的

证据的实际证明力。〔３５〕 （２）法院担心专家证言的意见太接近案件的终局事实结论，从而
剥夺了陪审团认定事实的权力。在英美法系国家，终局问题规则是决定意见证据可采性

的重要规则。不论是普通证人还是专家证人，都不得对应由法庭决定的事实问题发表意

见。“终局问题规则不允许专家就被告人有罪、无罪这样的案件基本争点发表意见，因为

那是陪审团的职责，否则就是侵犯了陪审团对事实问题的裁判权”。〔３６〕

简言之，从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法实践来看，几乎没有法院会允许控方使用性侵被害

人症状证据来证明性侵事实的发生，即专家证言不能作为实质性证据证明性侵犯罪事实。

一些司法管辖区允许专家证言通过性侵儿童被害人症状证明可能存在性侵，但是专家证

人主要采取“具有一致性”的表述方式，可以“通过暗示的形式提供性侵的证据，但不能就

性侵行为是否发生提出明确的意见”，得出终局事实结论的权力仍由陪审团享有。法院

最为经常运用的专家证言形式是通过解释性侵儿童被害症状来恢复儿童被害人陈述的信

用，即传授给裁判者作出推论所依赖的特殊背景知识，避免其对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做出

不公正的推论。〔３７〕

此外，一些国家如英国还采取了颁布指南的形式，辅助办理性侵儿童案件的检察官对

儿童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作出正确的评价。例如，英国皇家检控署２０１３年制定的《关于
追诉性侵儿童犯罪的指南》规定，一些在过去被视为不利于儿童和青少年的因素，如今却

不妨碍性侵案件被害人的信用。这些因素包括：没有在性侵行为实施后及时报案，被害人

的陈述前后不一致，根据观察被害人看上去同意了性行为，被害人在过去对其他事项的陈

述不实，并且被害人曾经或现在酗酒或吸毒。〔３８〕

（二）询问程序的社会科学研究及其司法运用

美国臭名昭著的１９８４年麦克马丁（ＭｃＭａｒｔｉｎ）学前儿童性侵事件，暴露出警察采用不
适当的方法询问幼童时获得虚假陈述的严重问题。由于儿童的智力程度、记忆能力、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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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２０１８－１１－１０］。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事件的知识储备和监控信息来源等认知能力存在局限性，〔３９〕儿童相较于成年人更容易接

受暗示。因此，侦查人员如果运用具有强烈暗示性的询问技巧，很可能使幼童作出虚假的

指控和陈述。研究表明，具有强烈暗示性的询问方法包括：在同一个询问程序中进行多次

重复的询问，有成见的诱导，指导下的想象治疗，〔４０〕同侪压力，选择性加强等。数量众多

的研究表明，当儿童接受这些具有强烈暗示性的询问时，其错误陈述的概率会显著提高甚

至会超过５０％。〔４１〕 根据刑事司法实务中询问技巧的使用情形，选择性加强与重复性的询
问方法尤其值得警惕。

选择性加强的询问方法是指询问人员对儿童作出的与询问人员设想一致的陈述比不

一致的陈述给予更多的鼓励信息或积极反馈。根据塞纳·盖文（ＳｅｎａＧａｖｅｎ）等人的研
究，当询问人员运用了选择性加强的询问方法时，被试儿童出现了５８％的错误陈述率，而
在运用具有较弱暗示性的询问方式时，错误陈述率为１７％。其他的研究也表明，当运用
了这些具有高度诱导性的询问方法时，儿童作出虚假陈述的概率很高。〔４２〕

大量社会科学研究表明，询问人员在同一程序中重复询问也易导致虚假的陈述。在

布鲁克（Ｂｒｕｃｋ）等人的研究中，三岁的儿童被重复地询问具有强烈暗示性的问题，如“在
这个玩偶娃娃上指出Ｆ医生触摸你的生殖部位”。尽管并未遭受触摸，仍有５０％的女童
作出了不实陈述。斯图尔特（Ｓｔｅｗａｒｄ）等进行了类似的研究，研究人员在３－６岁的儿童
参观访问了某儿科诊所后进行了四次询问。每一次询问后，儿童做出虚假陈述称肛门附

近被触摸的比率逐次增加。至访问后６个月的第四次询问，超过１／３的儿童都虚假地报
告了受到触摸的事实。〔４３〕

对儿童被害人进行暗示性询问而引起的虚假陈述问题在美国获得了特别的关注，并

已经将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实际地运用于诉讼领域。１９９０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其判例Ｉ
ｄａｈｏｖ．Ｗｒｉｇｈｔ中就提出警告，“公然的诱导性提问”和“对儿童应该披露的内容已经存有
前见的人员”进行询问，可能会造成年幼儿童虚假的或是不可靠的记忆。〔４４〕 根据一些州

的判例法，警察对遭遇性侵儿童被害人使用强烈诱导性的询问方法，可能导致法官排除被

害人陈述。〔４５〕 如果辩方律师申请心理专家就“警察的询问方法构成暗示”作证，却遭到初

·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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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在麦克马丁案中，学前学校的七名员工被指控实施了２０８起性侵儿童犯罪。控方花了七年时间追诉犯罪，对４００
多名儿童进行了询问，但陪审团最终做出了无罪判决。使儿童易受暗示的认知因素，参见 ＭａｇｇｉｅＢｒｕｃｋｅｔａｌ．，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ｌｓ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９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２８９，１１３（１９９７）；ＡｍｙｅＲ．Ｗａｒｒｅｎ；ＤｏｒｏｔｈｙＦ．Ｍａｒｓｉｌ，Ｗｈｙ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ＲｅｍａｉｎｓａＳｅｒｉｏｕｓＣｏｎ
ｃｅｒｎ，６５Ｌａｗ＆Ｃｏｎｔｅｍｐ．Ｐｒｏｂｓ．１２７，１３７－１３８（２００２）。
指导下的想象治疗是指治疗师与儿童一起做想象的游戏，比如假设由于撞车，儿童与被告人困在一起。

参见ＳｔｅｐｈｅｎＪ．Ｃｅｃｉ，ＲｉｃｈａｒｄＤ．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Ｔｈ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８６ＣｏｒｎｅｌｌＬ．Ｒｅｖ．３３，５４（２０００）。
ＳｔｅｐｈｅｎＪ．Ｃｅｃｉ，ＲｉｃｈａｒｄＤ．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Ｔｈ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８６
ＣｏｒｎｅｌｌＬ．Ｒｅｖ．３３，９９（２０００）．
ＳｔｅｐｈｅｎＪ．Ｃｅｃｉ，ＲｉｃｈａｒｄＤ．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Ｔｈ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８６
ＣｏｒｎｅｌｌＬ．Ｒｅｖ．３３，５５（２０００）．
Ｉｄａｈｏｖ．Ｗｒｉｇｈｔ，４９７Ｕ．Ｓ．８０５，８１３（１９９０）．
Ｓｔａｔｅｖ．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６４２Ａ．２ｄ１３７２（Ｎ．Ｊ．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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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法官的拒绝，在上诉审中则可能导致原审判决被推翻。〔４６〕 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新泽西州

最高法院确立的“污染听审程序”规则。在美国著名的Ｓｔａｔｅｖ．Ｍｉｃｈａｅｌｓ一案中，在学前教
育学校工作的被告人被指控猥亵了２０名学龄前儿童。由于警察在询问遭受性侵的儿童
被害人时，使用了具有强制性与强烈暗示性的询问方法，该有罪判决被新泽西州最高法院

推翻。在该案中，辩方律师提交了由４３名研究人员其中不乏当今著名的心理学家具名签
署的法庭之友书面意见，指出警察在该案中的询问方法对儿童的记忆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并最终获得了法庭的支持。由于该案，法院确立了在性侵儿童案件中适用“污染听审程

序”规则的先例。“污染听审程序”规则并非旨在排除儿童证人的作证资格、能力与信用，

而是要解决对具体案件的儿童被害人使用的询问技巧，是否“充满了无尽的危险和可变

因素，从而可能严重地甚至实质性地损害了公正的审判”。〔４７〕 专家证人可以被传唤出庭，

通过解释警察所用的询问技巧具有的强制或暗示性质，帮助陪审团评价被害人证言的证

明价值和证明力。如果辩方有证据证明被害人陈述是暗示性或强制性询问的产物，即可

启动该程序，促使法庭对询问程序和方法的适当性进行调查，排除通过这些询问方法获取

的不再具有可靠性的被害人陈述。与普通的非法证据排除不同的是，不仅听证程序中被

排除的儿童被害人的审前陈述不能使用，而且儿童被害人也很可能因为记忆受到污染而

不能在法庭审判中出庭作证，除非控方以清楚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该陈述是可

靠的。〔４８〕

综上所述，域外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性侵儿童犯罪中的运用主要有以下两种途径：一

是通过引入遭受性侵的儿童被害人症状的专家证言，使事实裁判者了解该类型犯罪中的

特殊经验法则，从而能够对儿童的陈述内容和行为作出正确的事实推论。二是以社会科

学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儿童被害人审前询问的程序和方法进行审查，排除受到不当询问方

法污染而真实性存疑的被害人陈述。归根结底，社会科学揭示了司法裁判中事实推论所

依赖的社会事实发生的盖然性，诸如受到性侵的儿童是否几乎一定／大多数／少数会迟延
揭发犯罪事实，是否几乎一定／大多数／少数存在被害压力的症状，从而有利于裁判者对遭
受性侵的儿童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作出更准确的判断。在我国性侵儿童犯罪中，对被害

人的陈述审查判断仍然沿用成年人案件的经验法则，这显然已经脱离司法实际。不论是

理论研究还是司法实践都已表明，应当在该类诉讼中引入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帮助裁判者

准确地认定事实，保障儿童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四　我国性侵儿童案件办理中引入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构想

（一）引入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前提

１．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准入门槛

社会科学文献中也充斥着伪科学和垃圾科学。如果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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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缺陷、缺少相关性以及结论错误等，不仅不会增强裁判者对事实和证据的理解，反而会

导致刑事误判的发生。因此，在引入社会科学时，有必要对其准入门槛进行限定，通常包

括必要性与可靠性两个方面。

第一，就必要性而言，几乎所有英美法系国家对科学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都有某种程

度的必要性要求。在英国和威尔士，专家意见仅仅在满足以下目的时才是可采的，即有助

于为陪审团提供科学信息，该科学信息很可能是在其知晓的经验和知识范围之外。〔４９〕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７０２条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专家证人的知识、技能或其他专业
知识将有助于事实裁判者理解证据或裁断有争议的事实。可见，进入司法裁判的社会科

学研究成果应当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该社会科学成果是事实裁判者缺乏的知识，二是

其将对裁决事项具有帮助作用。

在性侵儿童的犯罪中，儿童被害人的行为与陈述特征并不在普通裁判者的知识和经

验的范围之内。不论是引入儿童被害人行为症状的科学研究，还是倚赖询问方法对被害

人陈述影响的研究成果，社会科学扮演着“填补裁判者背景知识遗漏、矫正经验常识的误

区”的角色。２００５年英国内政部在其发布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怀疑和
不信任已经持续地成为成功追诉性侵犯罪的障碍。在这种“怀疑的文化”下，性侵案件的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在努力争取获得信任。〔５０〕 同样，为了对抗对性

侵儿童犯罪被害人行为的传统误解与偏见，防止儿童被害人陈述因为不切实的审查标准

遭受排除，不论是检察官还是法官都应当获得适当的指导和帮助，从而使这些看上去不符

合逻辑与常情的被害人行为获得理解，使取证行为与言词证据真实性的因果联系得到正

确的揭示。

第二，就可靠性来说，证据是否真实可靠，在传统上属于陪审团对事实认定的权限。

但鉴于科学证据的复杂性，现代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法普遍要求法官事先审查科学证据

的可靠性并对其可采性作出裁定。关于可靠性的标准，依据２０００年《美国联邦证据规
则》第７０２条确立的三项因素，专家证言必须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１）专家证人的知识、
技能或其他专业知识，将有助于事实裁判者理解证据或裁断有争议的事实；（２）证言具有
充足的事实或数据作依据；（３）证言是可靠的原理或方法的产物；（４）专家证人将这些原
理和方法可靠地适用于该事实。〔５１〕 在澳大利亚，专家意见必须属于“大量知识或经验的

一部分，这些知识或经验必须是足够有体系或是已经被接受为可靠的知识或经验”。〔５２〕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所区别。自然科学的经典研究方法是，通过控制实

验来找到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因子之间的确定性关系，并将该关系上升为理论的方法。所

谓控制实验，就是通过各种方法对其他可变因子进行控制，然后考察若干个（通常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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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多伯特案涉及对７０２条规则的阐释，因此也属于美国下级法院在审查专家证言可采性的法律
渊源。参见Ｄａｕｂｅｒｔｖ．ＭｅｒｒｅｌｌＤｏｗ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Ｉｎｃ，１０８．５０９Ｕ．Ｓ．５７９（１９９３）。
Ｖｅｌｅｖｓｋｉ（２００２）１８７ＡＬＲ２３３ａ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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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未被控制因子之间的关联及其背后原因。〔５３〕 然而，控制实验在社会科学运用的难度

较大且适用范围和意义有限。很多社会科学研究都是基于经验观察的方法得出，如调查

研究法、定性的实地研究、非介入性的资料收集与评估研究。〔５４〕 鉴于二者的区别，科学证

据的可靠性标准应当能够同时适用于实验科学与经验科学，如运用科学的原理、方法或程

序获得知识并且该知识能够进行重复检验或者基于大量经验性观察等实证方法获得的可

靠结论，并且获得了相关领域科学共同体的普遍接受。

行为科学与发展心理学领域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其关于性侵儿童被害症状

和询问儿童方法的研究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并获得了科学界广泛的承认。就其在性侵

儿童犯罪中的应用而言，反对将性侵儿童被害症状作为证据使用的最常见理由是“这类

症状不是诊断性的”，这意味着即使发现性侵儿童被害人存在上述症状，并不能排除是由

性侵行为之外的其他原因导致。〔５５〕 该观点依据的事实虽正确，但却混淆了理论应用与理

论本身。大多数司法管辖区都拒绝采纳诊断性的专家证言而接受解释性的专家证言，即

解释性侵儿童被害人令人迷惑的行为与陈述，据此，裁判者不会武断地将这些与一般经验

法则相悖的特征归咎于儿童捏造事实，而是可以依据这些背景知识作出理性的推论。可

见，科学证据是否可靠，不仅与其科学研究本身的可靠性有关，还与依据科学证据得出怎

样的结论存在密切联系。专家证言只能在其知识与经验范围内提供意见，而不能超越该

范围作出事实的推论，否则不仅篡夺了事实裁判者的权力，也容易导致科学证据从“科

学”走向“伪科学”。

２．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引入的形式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进入诉讼的实质是使裁判者掌握和理解事实认定所需要的背景知

识。知识的传播与接受可以有多种途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司法领域的应用也具

有以下不同的形式。

一是在诉讼中允许引入专家证言。这是英美法系国家在其司法实践中引入社会科学

成果的最主要的形式，同时也是赋予裁判者运用科学证据较大自由裁量权的方式。为获

得裁判者的支持，双方当事人可能会申请各自的专家证人出庭，形成竞争性的意见证据，

由裁判者作出是否采信的决定。

二是通过立法及司法解释确立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证据能力规则（或称可

采性规则）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早已耳熟能详，但事实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仅是“旨在以诉讼经验和传统为基础保护裁判庭（尤其是陪审团）不受错误说服的”可采

性规则体系的一部分。〔５６〕 基于预防刑事错案的考虑，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发展的一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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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艾尔·巴比著：《社会研究方法》（第十一版），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２０－３７１页。
参见ＤａｖｉｄＦｅｉｇｅ，Ｓｔｕｐｉｄ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ＹｅｔＭｏｒｅＪｕｎｋ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ｏＣｏｎｆｏｕｎｄ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资料来源：ｈｔ
ｔｐ：／／ｗｗｗ．ｓｌａｔｅ．ｃｏｍ／ｉｄ／２１１６３２４／，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１１－１０］。
参见［英］威廉·特文宁著：《反思证据：开拓性论著》（第二版），吴洪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
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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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是吸收社会科学的研究结论，确立保障证据可靠性的可采性规则。〔５７〕 前述美国新泽

西州最高法院确立的“污染听审程序”中，法官可以裁定排除受到警察询问污染的儿童被

害人的陈述。又如鉴于辨认证据存在较大的错误风险，２０１１年新泽西州最高法院在Ｓｔａｔｅ
ｖ．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案中，根据２００多篇研究成果，７名在目击证人辨认问题上负有盛名的专家
证人证言等３６０项证据，对辨认结果的可采性审查标准作出了重要的变革。〔５８〕 英国和加
拿大等英联邦国家更多地采取了法官对陪审团作出警告或指示的形式。法官警告或指示

往往依据成文法或判例法确定，因而在相关案件中法官负有必须作出指示的义务，不过，

陪审团是否遵守指示对事实做出认定则不具有强制性，因此这类警告或指示在性质上类

似于参考性的证明力规则。〔５９〕 在性侵案件中，加拿大最高法院在２０００年的判例中裁决，
初审法官应当对陪审团作出如下指示：“关于诸如性侵等受到创伤的被害人是如何行为

的尚没有确定不疑的铁律。一些被害人会立即报案，另一些会延迟披露性侵事件，而还有

些被害人可能从不再提起……仅仅根据延迟揭露犯罪事实本身，不能对被害人的信用作

出不利的推论。”〔６０〕

三是通过常规的教育途径实现对裁判者背景知识的补充。鉴于普通陪审员在理解和

评价复杂的甚至是反直觉的科学证据中存在困难，因此对裁判者进行常规的教育和培训

成为英美法系国家理论界应对科学证据的主流主张。一种代表性的观点是从教育程度较

高的人群中挑选“特选”陪审员，消除普通陪审员对理解和评价科学证据可能存在困难这

一难点。〔６１〕 但是，特选陪审员制度与陪审团应当广泛地代表社会各阶层的成员的根本观

念相悖。相较于陪审员，职业法官更适合理解和接受技术性的、较为复杂的科学证据，并

能够通过重复审判的实践练习逐步积累所需的技术理解力，甚至可以接受有关法庭科学

方面的基础培训。〔６２〕 一种更为大胆的改革提议是创设专门的科学法庭来解决涉及复杂

科学证据的案件。作为专门法院的科学法庭，审判组织是在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技术、工

程等各专业领域内经过广泛遴选的具备专门知识的法官代替普通法官，对案件中争议的

科学证据进行评价并做出裁判。〔６３〕

以上三种方式都能实现社会科学知识向裁判者的传播，但在具体运用时如何选择，则

需要对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诉讼制度的差异。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和职业法官—陪审团的两分式裁判

模式构成了英美法系国家诉讼制度的显著特点，从而决定了在英美法系国家，在法庭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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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也是如此，司法实务中，排除不可靠的证据甚至比排除非法证据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参见向燕：《论不

可靠证据排除规则》，《江苏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１２５－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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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遵守，而前者只是规定了指导性的原则，允许事实裁判者依据案件具体情形进行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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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米尔健·Ｒ．达马斯卡著：《漂移的证据法》，李学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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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引入社会科学知识的形式上特色。例如，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之下，专家证人是作为控辩

双方的一方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交叉询问，而我国实行的是职权指定的鉴定人和控辩双

方聘请的专家辅助人相结合的制度。在实行小陪审团制度的英美法系国家，职业法官对

证据的可采性作出裁判，而证据的证明力问题通常由小陪审团依据自由心证原则评价。

对于因“概括”与常识相悖而需要确立特殊证明力规则的情形，往往是通过确立法官警

告／指示或是证据能力规则的形式予以实施。我国实行参审制，证据法亦确立了证据能力
规则与证明力规则，但这些规则对职业法官与人民陪审员具有同等的约束力，因而在传统

上并没有法官指示陪审团这样的规则形式。〔６４〕不过，这样的制度细节差异，并不会对不同

法系国家在诉讼中借鉴和运用社会科学知识产生重大的影响。究其根本而言，借助社会

科学知识辅助证据的审查判断，本质上属于司法证明科学的领域。依据威格摩尔所言，它

主要关注的是“大脑处理证据事实的自然过程”，而不是“英美陪审团制度所特有的那些

人为的法律规则”，因此宜吸收心理学、逻辑学及一般经验等其他学科的洞见对证据进行

分析处理。〔６５〕 显然，这样的司法证明科学具有普适性，它虽然依附于一定的程序和证据

机制才能得以实现，但并不会过多地受到一国诉讼制度传统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在司法领域应用的三种基本形式，在我国皆有法律依据和实践基础，只是具体的实施方式

会有所差异而已。

第二，裁判者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遵从程度不同。专家证言与教育培训的方式往往不

具有强制性，尤其是控辩双方都聘请了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帮助时，裁判者可以根据自己被

说服的程度选择遵从。相较于前者，上升为法律规范的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对裁

判者科以了更强的遵守要求。不过，通过合理的立法技术也可以使裁判者获得更多自由

裁量的空间。例如，确立审查判断被害人陈述真实性的各项因素，制定参考性的证明力规

则或是裁量性的证据排除规则，或是通过最高司法机关发布证据指南和指导案例的形式，

阐释司法实务中证据运用的典型情形。

第三，成本不同。由于科学领域涉及的范围广，遴选专业法官建立科学法庭将耗费过

高的司法成本。专家证言仅适用于控辩双方有此需要的诉讼中，这样能够有效节约司法

资源，但不足之处是会将诉讼成本转移给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对于那些经费紧张的基层

司法机关与经济困难的被告人，将会更少地利用到专家资源，反而导致社会科学成果难以

进入法庭。我国素来有职业法官审理的传统，采取裁判者进行定期的教育培训的方式似

乎更符合我国国情。即便如此，对全国相关业务部门的检察官、法官进行培训依然是一个

耗资巨大的工程。因此，对于具有充分依据和普遍接受的科学研究结论，更适宜采取证据

规则或证据审查判断指南的形式，对其他情形，则可以通过定期培训的方式加以补充。

（二）我国证据审查判断规则的改革与完善

１．“证据”的外延

由于性侵儿童案件中容易出现证据不足的问题，因此办案人员在这类犯罪中往往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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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证据的收集范围，将那些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外延性证据纳入到审查的视野，如

案发经过、被害人压力性症状证据（如噩梦、拒绝社交等）、被害人迟延揭露事实的证据。

不过，这类证据往往不能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实质证据使用，仅能作为审查判断被害人陈

述真实性的“因素”，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中，将这类事实材料称为应当着重审查的“内容”。〔６６〕 显然，这类“因素”或“内容”具

有准证据的地位，能够影响办案人员对被害人陈述是否真实的心证，倘若不将其纳入“证

据”的范围，势必导致辩方无法知悉该类证据的存在并提出有效的质证，容易导致裁判者

心证的“黑箱”。

本文建议法律或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上述外延性证据的“证据”地位。不过，由于“没

有任何单独或一组症状能够确定地表明性侵行为的发生”，〔６７〕被害人的压力性症状证据

不能作为证明性侵犯罪事实的实质证据使用，但可以作为佐证被害人陈述真实性的补强

证据使用。从英美法系国家的实务经验来看，一些司法管辖区允许专家证人就性侵儿童

被害人的压力性症状出具“具有一致性”的证言，而是否能够从这类症状中推论出被害人

陈述的真实性则由裁判者自由裁量。需要注意的是，仅仅依据被害人陈述和被害人压力

性的症状证据不能独立地认定性侵事实。被害人压力性证据也是源自被害人，因而无法

杜绝被害人伪装症状的风险，实现补强被害人陈述真实性的目的。鉴于被害人症状证据

对于评价被害人陈述真实性具有一定证明力，笔者认为，在核实相关鉴定意见所依据的事

实基础的前提下，应当允许专家证人就涉案儿童被害人的症状进行说明和解释，辅助裁判

者对被害人陈述的审查判断。

２．证明力规则

被害人延迟报案、撤回指控等情形，在我国往往作为不利于认定被害人陈述真实性的

因素。在英美法系国家，如果辩方将这类证据作为攻击性侵儿童被害人信用的弹劾证据

使用，控方可以引入专家证人加以反驳，或者由法官对陪审团作出指示，以防止陪审团对

一般经验法则的误用。这些机制的实质作用是使裁判者理解，在真实的世界中，受到性侵

的儿童存在较高比率的延迟报案的现象，也可能存在着撤回指控的情形，但这并不意味着

儿童的陈述是虚假的。我国可以采取以下途径实现该社会科学知识对裁判者的普及：一

是由儿童心理学家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对办理性侵儿童案件的检察官与职业法官进行定期

培训。二是确立指导性的证明力规则。英国皇家检控署２０１３年制定的《关于追诉性侵儿
童犯罪的指南》即采取了此种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与延迟揭发犯罪事实不同，撤回指控是否属于遭受性侵儿童被害的一

般性症状，在科学界尚存争议。在个案中，的确也有作出虚假指控的儿童在数年后撤回指

控的情形，因此应当根据具体情形区别对待。根据美国学者马洛伊（Ｌ．Ｃ．Ｍａｌｌｏｙ）的研究，
性侵案件儿童撤回指控的几率与“儿童—侵害者的关系，在揭发事实后未实施侵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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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顾者的支持程度，儿童的年龄以及揭发事实后儿童的处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

些因素中，来自家庭的压力最能够使现实中受到性侵害的儿童撤回陈述。〔６８〕 在我国司法

实务中，也出现过儿童受到来自父母的压力改变了“爷爷对其猥亵”的事实陈述。〔６９〕 以及

女儿在诉讼期间前后证词矛盾，否认了对父亲强奸指控的案例。〔７０〕 建议我国增加司法解

释或确立证据指南，明确规定，性侵儿童被害人延迟揭发犯罪事实的情形，不应作为否定

被害人陈述真实性的因素。性侵儿童被害人撤回指控的情形应当结合儿童—侵害者的关

系，在揭发事实后照顾者的支持程度，儿童的年龄，揭发事实后儿童的处境，侦查人员运用

的询问方法和技术等情形进行综合审查与判断。不过，即使认定儿童被害人撤回指控是

因外界压力等原因导致，被害人的先前陈述也需要有其他证据加以补强才能获得定罪。

对于性侵儿童被害人陈述的前后不一致、缺乏细节的现象，仍要区分情形看待。首

先，与迟延披露与撤回指控相同，儿童被害人陈述出现的矛盾、不具体的问题，符合部分性

侵儿童被害人陈述的特点，并不能因此全部否定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其次，对于儿童被

害人陈述内容的审查判断，应当与儿童被害人的年龄及其相应认知水平、理解程度与表达

能力相适应。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受到长期侵害的儿童容易形成“剧本记忆”，因此对于

重复进行的类似性侵行为很可能只能作出概括的叙述，而对于特殊的个别经验可能才能

够作出具体的描述。最后，儿童被害人陈述前后出现较大的变化，很可能与儿童被害人的

处境（尤其是儿童受到犯罪嫌疑人的威胁、引诱等情形），儿童照顾者的支持态度，儿童与

询问者的信任关系的变化，询问方式技巧的改变等因素存在相关性，因此在审查判断儿童

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时，应当考察相关的外部因素。必要时，可以邀请儿童心理专家参与

证据研判，或聘请鉴定人、专家辅助人出庭作证、质证，对性侵儿童被害人陈述的特点进行

说明与解释。鉴于儿童陈述内容的审查判断需要面对实践中复杂多变的各种情形，在具

体案件的办理与认定时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不宜采用司法解释加以限制，而适宜采取引

入专家证言或颁布指导性案例的形式，供办案人员予以参照。

３．证据能力规则

刑事诉讼法典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排除以暴力、威胁获取的被害人陈述，显然

已不能满足排除虚假的儿童被害人陈述的司法需要。在性侵儿童案件的办理中，应当借

鉴既有科学研究的成果，对使用强烈暗示性的询问方法获取的儿童被害人陈述予以排除。

具有强烈暗示性的询问方法包括：在询问程序中几乎完全采取包含答案的限答式的提问，

同一询问程序中多次重复的提问，针对儿童的回答进行了选择性加强的询问。审查证据

的检察官和法官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中侦查人员询问的强度、问题的复杂程度、儿童被害人

的年龄等情形进行综合的判断。另一方面，新的证据排除规则应当相应地带来侦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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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整。除了确立禁止诱导性询问的规则之外，还应进一步完善询问儿童的调查措施，加

强对询问主体、询问程序、询问方法和技巧等相关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促进儿童心理学

家从立法和司法层面参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询问程序的改革，最终确立儿童询问程序的

最佳做法指南。

五　结　语

正如拉伦茨所言，法学对于法律实务的意义不仅止于对司法裁判提供助力。其最重

要的任务之一是发现现行法尚未解决的法律问题，借此促成司法裁判或立法的改变。新

发生的法律问题通常不会立刻呈现，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旧以并不适宜其特质的评

价观点来处理它。〔７１〕 显然，随着性侵儿童案件证据运用问题的日益突出，儿童被害人陈

述的审查判断已经成为我国刑事司法程序中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经验法则与论理法则”是证据思维的核心，这是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时不得不倚赖

的社会背景知识。数十年来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与司法实务经验的积累越来越清晰地显

示，性侵儿童犯罪由于其犯罪的隐蔽性、被害主体与罪犯行为模式的特殊性，依据一般经

验常识审查判断证据已经无法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获得新的解决方案需要社会科学的

参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是产生社会知识的过程。比起其他方法，社会研究是个更讲

求结构、组织和系统的过程。从其他方法诸如权威、传统、常识、媒体的神话、个人经验中

获取的知识常常是对的，但根据社会研究而来的知识，更可能是正确的，更能减少错误的

产生。〔７２〕 引入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是增进裁判者对事实与证据的理解，尤其是那些反直

觉、反常识的背景知识，更是需要社会科学的指导。除了性侵儿童犯罪中被害人供述的审

查判断之外，研究者还可以探索和发掘与口供、目击证人辨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陈述、性

侵成年女性被害人陈述等特殊类型的证据相关的心理学、统计学、修辞学等领域的研究成

果，汲取可靠的研究结论作为审查判断证据与认定事实的参照因素。

必须看到，社会科学在事实认定中的运用对传统的证据法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根

据理性主义的传统，裁判中所主张事实真相的建立是一个典型的概率问题，缺乏完全的确

定性。经验常识在我们的事实认定中扮演着基础性角色。时至今日，我们对社会科学在

诉讼中的运用仍很小心谨慎，仅是将其作为经验常识的补充或矫正。但在人工智能崛起

的未来社会，我们很可能可以通过科学获得概率性的准确知识，甚至是完全的确定性。比

如，同时具有若干事实特征的犯罪嫌疑人有９９．９９％的概率是毒品犯罪的走私者。不过，
这样的事实认定与传统的事实认定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前者是量化的规律性，而后者涉及

的是独特的事件；前者表达的是特定的相互关系，而后者则要求给出因果式的解释。〔７３〕

科学的发展趋势注定将在“以事实认定为中心”的证据法学领域乃至法律制度的安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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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深刻的影响。达玛斯卡在１９７７年就大胆地预言，“随着科学在日常生活的各项事务
中持续不断地证明自己最适合担任最终裁判者的角色，我们将会逐渐地失去与科学洞见

相对抗或予以批判的那份信心。因此，科学发展不仅会将宗教从现实世界彻底驱逐出去，

而且还会将经验常识从事实认定中彻底清楚，并由此走向自己的末路”。〔７４〕 传统的事实

认定方法是否将随之发生根本改变，经验常识的丧钟是否将敲响，现阶段尚且不能做出准

确的预判，但可以肯定的是，科技时代的法律工作者必须广泛吸收科学的最新成果并对科

学与法律的融合保持密切的关注。

［本文为２０１７年度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证明疑难问
题研究”课题（１７ＳＦＢ３０２３）的研究成果。］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ｖｉｃｔｉｍｓｏｆｔｅ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ｃａ
ｓｅｓｏｆｃｈｉｌｄｓｅｘｕａｌａｂｕ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ｒｕｔｈｆｕｌｎｅｓｓｏｆｓｕｃｈｓｔａｔｅ
ｍｅｎｔｐｌａｙｓａｄｅｃｉｓｉｖｅ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ｃｔ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ａｓｅｓ．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ｖｉｃｔｉｍｉｎｃｈｉｌｄｓｅｘｕａｌａｂｕｓｅｃａｓｅ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ｗｉｌｌ
ｈｉｎｄｅｒ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ａｃｔ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ａｓｅｓ．Ｉｎ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ｉｓｆａｃｔ，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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